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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猶不及：領導者自戀和部屬創造力之曲線關係 

摘要 

自戀是領導者顯而易見的陰暗面特質，但其對部屬創造力的影響為何，學者迄今仍

未獲得一致結論。有別於過去研究多聚焦於線性效果，本研究改從曲線效果切入，主張

領導者恰到好處的自戀才有利於部屬創造力。具體而言，本研究主要在探討領導者自戀

與其部屬創造力之曲線關係，以及探知動機之中介效果和幽默領導之調節效果。以 205

筆「領導者－部屬」配對資料之分析結果顯示，領導者自戀與部屬創造力為倒 U型曲線

關係，且部屬的探知動機部分中介此一曲線關係。再者，領導者自戀和部屬探知動機間

的曲線關係受到幽默領導調節，當部屬感受到領導者高度幽默時，領導者適度自戀對部

屬創造力的影響明顯高於知覺到低幽默領導的員工。最後，根據研究發現討論其理論和

實務意涵。 

關鍵字：領導、自戀、創造力、探知動機、幽默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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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s Have Just the Right Amount Narcissism Inspire Employee Creativity: The 

Curvi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Narcissistic Leaders and Employee Creativity 

Abstract 

 Most creativity scholars have focused on the positive leadership personality traits, paying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negative leadership personality traits such as narcissism. Narcissism is a 

vivid personality trait of leaders, however, no consensus has been reached regarding the 

influence of narcissistic leadership on employee creativity.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curvi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narcissistic leaders and employee creativity,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employee epistemic motivation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humorous leadership. Using data 

from 205 employees and 82 supervisors, this study found a invert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narcissistic leaders and employee creativity, and employee epistemic motivation 

partially mediated this curvilinear relationship. Furthermore, humorous leadership moderated 

the invert U-shap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rcissistic leaders and employee epistemic motivation, 

such that employees ’epistemic motivation were higher when the level of humorous 

leadership was high instead of low.     

Keywords: narcissistic leaders, employee creativity, epistemic motivation, humorous 

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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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創新是組織得以持續在急遽競爭市場中生存的關鍵（Drucker, 1999），而組織創新的

起點，則始於員工在工作中提出新新穎和有用的觀點，亦即展現創造力(Amabile, 1996; 

Burroughs, Dahl, Moreau, Chattopadhyay, & Gorn, 2011)。在此議題上，組織面對的最大難

題是如何幫助員工專注於創新的過程當中。創新具有高風險、複雜和不確定性的特徵

(Birkinshaw, Hamel, & Mol, 2008)，當員工從事創意發想、試誤等實驗性質極高的活動時，

會根據組織之各項作為解讀其是否支持創新；當員工認同組織之各項作為，員工才會在

態度和行為表現上趨向組織預期的方向(Amabile, 1996; Hammond, Neff, Farr, Schwall, & 

Zhao, 2011; Scott & Bruce, 1994)。 

過去文獻指出，組織之各項作為中，以領導者的角色最為關鍵(Amabile, Schatzel, 

Moneta, & Kramer, 2004; Gong, Huang, & Farh, 2009; Jung, Chow, & Wu, 2003; Shalley & 

Gilson, 2004; Tierney & Farmer, 2011)。領導者經常和直屬部屬見面，不僅需指揮和評估

部屬的工作，也需提供適當資源、設定工作目標、刺激部屬思考或觀念的啟發；因此，

部屬會從領導者的各項作為解讀領導者是否真正支持創新，抑或僅是透過管理控制的手

段壓榨創新（Amabile et al., 2004）。已有許多研究積極回應領導者如何鼓勵、培育和促

進部屬的創造力(Yukl, 2012)，例如主張鼓勵創新(Tierney & Farmer, 2011)、對部屬的創新

行為有高度期待(Gil, Rico, Alcover, & Barrasa, 2005)、施予轉型領導(Gong et al., 2009; Jung 

et al., 2003; Shin & Zhou, 2003)、主管支持(Amabile et al., 2004)、型塑心理安全氛圍

(Edmondson, 1999)，以及促進領導者與成員之交換關係等(Atwater & Carmeli, 2009)。然

而，這些文獻主要探討的是領導者的正向特質，少見和領導者負面人格特質有關的研究

（Liu, Liao, & Loi, 2012）。 

探討領導者負面特質對部屬創造力影響之重要性，在於人們對負面環境因素的敏感

度高於正向因素；換言之，負面環境因素對部屬行為表現的影響遠高於正面環境因素

（Baumeister, Bratslavsky, Finkenauer, & Vohs, 2001）。在領導研究領域，已有相當多文獻

探討領導者的陰暗面或其偏差行為，例如不當督導、無禮、霸凌，以及自戀；有趣的是，

前述因素中，學者對於自戀的效果迄今仍尚未獲得一致結論(Grijalva, Harms, Newman, 

Gaddis, & Fraley, 2015; Owens, Wallace, & Waldman, 2015)。Lee and Seidle (2012) 指出，

自戀作為一種人格特質，包含了認知和動機兩個成分。在認知方面，自戀意味著個人對

於卓越品質的信念，自戀者認為自己的能力優於他人（如：智能、創造力、才能、領導

力），故對自己的工作表現相當有信心，甚至顯得自負。從動機觀點來看，自戀者需要別

人一再肯定他的優越表現，會被他人的讚賞所激勵（如給予掌聲、諂媚自戀者）。 

文獻論及領導者自戀對部屬行為表現的一直處於分歧狀態，領導者自戀有時是促進

企業創新成功的關鍵，例如引領蘋果電腦成為世界一流企業的賈伯斯；但有時又會致使

組織走向滅亡，例如最終走向滅亡的希特勒及其納粹政權(Grijalva et al., 2015; Owens et 

al., 2015) 。近年來，學者主張應將研究焦點從直線關係移轉至曲線關係，例如 Grijal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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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 al. (2015)的統合分析結果顯示，領導者自戀與其領導效能間為倒 U型曲線關係，亦即

適度自戀所展現之領導效能最佳。無論如何，究竟領導者自戀和部屬創造力之關係為何，

迄今仍是一個尚未被解答的議題。因此，本文將文獻有關自戀領導者的討論轉移至組織

創新情境，將研究焦點從自戀型領導者對公司策略擬定、經營績效或部屬行為表現的影

響(Reina, Zhang, & Peterson, 2014; Resick, Whitman, Weingarden, & Hiller, 2009)，轉為探

討對部屬創造力的影響。 

 首先，本研究認為，領導者自戀與部屬創造力應為倒 U型曲線關係。領導者適度自

戀會促進部屬創造力，倘若自戀超過一定界限，則領導者的行為將趨於病態，不利於員

工的創造力。 

 再者，部屬的探知動機（epistemic motivation）會再中介此一關係。探知動機是指個

人渴望追求知識的動機，決定了個人處理訊息的深度(De Dreu et al., 2011)。高探知動機

的個體面對個人認知的侷限性時，反而會付出更多努力，專注於分析環境中的各項細節，

他們也較能以開放的心胸面對新問題(Lun, Sinclair, Whitchurch, & Glenn, 2007)，進而促

進個人的創造力（Dollinger, 2003; van Kleef, Anastasopoulou, & Nijstad, 2010; Wu, Parker, 

& de Jong, 2014）。換言之，當領導者展現過於強烈的自戀時，部屬會感受到明顯的壓力，

解讀領導者不鼓勵員工專注於知識的探詢，個人僅需在領導者預設的框架思考即可。這

會弱化部屬知識探求的動機，並導致其創造力降低。 

 最後，幽默領導會調節領導者自戀與部屬探知動機的曲線關係。幽默領導（humorous 

leadership）是指主管透過語言或非語言的溝通策略，引發傾聽者（如部屬）在認知、情

感或關係上的正向反應(Pundt, 2015)。這會幫助個人專注於投入有利於個人投入於認知

思考的過程，因而有利於個人的探知動機(Hodson, MacInnis, & Rush, 2010)。本研究推論，

當部屬感受到領導者高度幽默時，領導者適度自戀對部屬創造力的影響明顯高於知覺到

低幽默領導的員工。 

整體而言，本文在理論和實務上應有以下幾個貢獻。理論方面，積極回應學者們的

呼籲，探討領導者之負面特質對部屬創造力的影響（Liu, Liao, & Lou, 2012），並提供領

導者自戀和部屬創造力的直接證據。實務意涵方面，無可避免的，自戀時代已經來臨，

人們愈來愈追求個人自由及其獨特性，其所展現之自戀特質會更加明顯(May, 1981; 

Twenge & Campbell, 2009)。對於領導者而言，為了提升公司能見度、型塑品牌精神、領

導創意工作者，領導者也相當積極於展現個人魅力和獨特風格，亦即自戀(Chamorro-

Premuzic, 2016)。而如何在保有領導者鮮明特質和激發部屬創造力之間取得平衡，本研

究提供了適度解答。 

貳、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說推導 

以下先回顧領導者如何對部屬創造力產生影響之理論論述，在此觀念基礎之上，說

明領導者自戀如何對部屬產生影響，以及可能的中介和調節機制。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57659621600013X?via%3Dihub#bib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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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領導者對部屬創造力的影響 

領導者在促進部屬專注於創意發想、問題解決或試誤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

影響機制可從動機和認知觀點分別說明(Eisenbeiss & Boerner, 2013)。首先，就動機觀點

而言，根據創造力研究之社會互動取向，部屬創造力是個人與組織之社會情境因素互動

後的結果，當部屬處於一個鼓勵創新的工作環境時，他們內在動機較易被激發，部屬會

更願意投入在創新任務當中(Amabile & Pillemer, 2012; Woodman, Sawyer, and Griffin, 

1993）。為此，管理學者和經理人長期以來一直嘗試尋找一套適合的管理措施，以讓部屬

投入在創意相關的歷程當中(Amabile, 1996)，例如型塑願景、營造良好工作環境、提供

適當誘因或獎酬機制、設定清楚的角色期待、工作目標和工作挑戰度，以及提供適當的

工作資源等。然而，這些措施不足以完全真正促進部屬的創造力，惟有部屬對領導者的

各項作為產生正面詮釋，才可能激發他們的內在動機，因而有更高可能性投入在創新任

務當中。相對的，一旦部屬將這些管理措施解讀成控制部屬的手段，這會讓部屬感受到

個人行為受到控制，這會降低其對工作喜愛的程度，這會讓部屬開始懷疑主管是否重視

他們、個人從事的工作是否具有意義，這會降低部屬對工作的喜愛程度，從而降低內在

動機，故不利於部屬創造力。 

第二，在認知方面，領導者則扮演訊息評估和知識啟發的角色。根據 Csikszentmihalyi 

(1996)的系統理論，一個新觀點的提出和提出的人是否具有創意，必須經由專家和領域

守門人審核。因此，創意人必須透過溝通和說服的方式與創意守門人互動。在組織的情

境中，部屬從創意發想初期便需經常與主管討論，此一溝通互動的關係可被比擬成訊息

傳遞者（創意人/部屬）對訊息接收者（主管/守門人）溝通及說服的過程。訊息接受者能

從傳遞者獲得知識或資訊，並經由討論和互動等歷程實現這些知識的潛在價值，如產生

新觀點、新技術，或者更瞭解該新知識潛在的價值和有用性等（Sosa, 2011）。在討論過

程當中，領導者同時也是在啟發部屬的知識，例如鼓勵部屬開放心胸、跳出框架思考、

激發部屬的好奇心與想像力，甚或以身作則，讓部屬有可供學習的楷模(Eisenbeiss & 

Boerner, 2013)。 

2.2 領導者自戀和部屬創造力之關係 

 自戀在早期被學者（如：Freud）視為一種病態的人格特質(Wallace & Baumeister, 

2002)；但是，近期學者主張，或許每個人都具有某種程度的自戀。例如，Kohut (1966)

認為人本質上都是自戀的，個人從嬰兒發展至成人階段，會因其成熟度而發展出不同程

度的自戀。在健康狀態下，成熟的自戀會表現出幽默和創造力等特質；相對的，不成熟

的自戀就如同眼中只有自己的嬰兒，認為周遭人事物都是用來滿足個人需求的供養者。 

 在組織創新情境中，自戀常被用來形容創意人的特質，他們被認定具有自我意識強

烈、自私、不和順、具有反社會行為傾向的特徵（Elsbach & Flynn , 2013）；再者，他們

也相當善於說服他人(Wisse, Barelds, & Rietzschel, 2015)。本研究認為，具備以上特質的

領導者，應有助於部屬在工作中產現創造力。從認知觀點來看，自戀者傾向扮演競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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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挑戰者(Maccoby, 2003)，因此他會在提出新觀點，或問題解決的方法上展現強烈企圖

心，這會迫使部屬重新思考問題的本質，刺激部屬積極地提出更獨特或更廣泛的想法。

另一方面，從動機觀點來看，自戀的領導者通常在魅力領導和型塑願景的能力較強，這

些能力具有說服、鼓舞和振奮人心的效果(Galvin, Waldman, & Balthazard, 2010; Wallace 

& Baumeister, 2002)，亦即能夠促進部屬的內在動機和創新自信，故有利於部屬勇於冒險

和挑戰。 

 假說 1：領導者自戀對部屬創造力有正向影響。 

  雖無直接證據表明領導者自戀和部屬創造力的曲線關係，但近期已有研究證實領導

者自戀和部屬行為表現間的關係不必然為線性。例如，Goncalo, Flynn, and Kim (2010)發

現團隊中自戀者人數適中時有利於團隊創造力。他們認為，自戀者通常會在提出新觀點

或問題解決的方法方面展現強烈企圖心，這會激發團隊成員透過競爭型對話以獲得更廣

泛的解答。不過，一旦自戀者人數太多，成員會因而產生更多衝突，故不利於團隊創造

力。Grijalva et al. (2015)的統合分析結果也證實自戀領導者與其領導效能間之倒 U型曲

線關係，他們認為領導者適度自戀有助於提高領導效能，太高或太低都不利於其發揮領

導功能。例如，太低情況下，即不具備本文提及之自戀各項特質，自然無法刺激部屬創

造力；但若太高，或許會淪於病態的自戀，領導者將不易傾聽他人意見，甚至與他人產

生競爭或對抗關係（Maccoby, 2003）。一旦領導者與部屬處於此種緊張關係下，將不利

於部屬展現創造力。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曲線關係的假設： 

 假說 2：領導者自戀與部屬創造力為倒 U型曲線關係。 

2.3 探知動機的中介效果 

    個人處理訊息的深度決定於探知動機，探知動機是指個人願意付出努力以求真實世

界全貌的程度(De Dreu et al., 2011)。研究顯示，個人探知動機越高，越會付出努力致力

於精確理解現象的全貌，也較能以開放的心胸面對新觀點、忍受模糊空間，且會採取不

同方法解決問題，故有利於個人的創造力（Dollinger, 2003; van Kleef et al., 2010；Wu et 

al., 2014）。例如，Dollinger (2003)認為高探知動機的個體會以積極正面的態度解決問題

和推理任務，個人得以投入在追求創意和產生更多新產品的歷程當中。Wu, Parker, and 

de Jong (2014)也發現探知動機對個人創新行為的影響。他們指出，高探知動機的人因較

易且喜歡投入在獨特、複雜且不確定性的環境，並從所處環境中尋找相關資源，因此會

誘發個人的好奇心以尋找資源和機會；再者，他們也善於深度且快速地處理資訊以產生

新觀點和處理複雜的問題。 

 在領導者自戀和部屬探知動機的關係方面，雖未有文獻直接驗證這兩者間的關係，

但在創造力之社會取向中，學者已主張個人創造力會受到社會環境因素和個人動機所影

響。例如，van Kleef et al. (2010)探討主管表達憤怒和部屬創造力間之關係後發現，高探

知動機部屬面對主管的憤怒時，會投入於解讀主管憤怒背後所釋放的訊息，因而表現出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57659621600013X?via%3Dihub#bib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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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的創造力。但是，若再加以考慮主管強烈的自戀特質時，理想的關係應為曲線關係。

De Dreu et al. (2011)認為，有壓力的環境（如時間壓力、衝突）會弱化個人的探知動機，

不利於個人投入創意解決問題的歷程且會降低個人的認知彈性，導致個人創造力下降。 

 綜上所述，當主管自戀程度超越一定界限後，會讓部屬感受到明顯壓力。部屬會從

領導者展現之陰暗面特徵（如傲慢、自我中心），解讀主管不鼓勵創意，個人僅需在主管

預設的框架中完成任務即可，這會降低部屬的探知動機，且再進一步弱化其創造力。 

假設 3：探知動機中介領導者自戀和部屬創造力之曲線關係。 

2.4 幽默領導的調節效果 

 領導者和部屬社會交換關係的效果會因主管人格特質而有所差異(Avolio, Howell, & 

Sosik, 1999)，本文據此推論領導者自戀與探知動機的關係會因領導者之幽默領導程度而

有所不同。 

 幽默領導是指主管透過語言或非語言的溝通策略，引發傾聽者（如部屬）在認知、

情感或關係上的正向反應，例如主管分享日常生活中有趣的故事以娛樂部屬，或者以輕

鬆詼諧的方式化解組織內衝突(Pundt, 2015)。過去已有相當多研究從認知、情感和關係

三方面討論幽默領導的效果，當中也包含對探知動機的影響。在認知方面，Ku, Feng, Chan, 

Wu, and Chen (2017)指出，人要感受、理解並對幽默會心一笑，首先要經歷失諧

（incongruity）的歷程。失諧是指兩個對立情境（如不符合常理），他會迫使人們解讀該

情境，因而刺激人們產生新的思考方式、提出不尋常的聯結和新的觀點(Holmes, 2007)。

而在情感和關係方面，幽默會促進部屬的正向情緒，例如笑話會讓人產生歡樂、感到有

趣等愉悅感受(Wang et al., 2018)；幽默也有助於促進主管與部屬的正向關係，例如拉近

彼此距離、增加部屬心理安全感(Pundt, 2015)。換言之，幽默可作為一種組織中重要的社

會線索，他讓員工相信領導者鼓勵部屬投入於深度資訊處理的歷程，進而對個人探知動

機產生影響。 

 本文先前曾提及主管適度自戀有利於部屬的探知動機，且幽默領導也會引發部屬在

認知、情感和關係上的正向反應，故有利於個人的探知動機。本研究推論，幽默領導會

再進一步增強領導者自戀和部屬探知動機的正向關係（倒 U 型曲線左半部），部屬將有

更強烈的動機致力於知識探求的過程當中。一旦部屬感受領導者更高程度的自戀，部屬

將會將從負面角度解讀主管各項領導行為，這會降低部屬致力深度細究資訊的動機，個

人探知動機將會隨之降低（倒 U型曲線右半部）。 

假設 4：幽默領導調節領導者自戀和部屬創造力之曲線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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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3.1 研究對象和施測程序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以便利取樣方式，蒐集來自於 10 家公司，合計 250 位組織

成員與其主管填答的配對問卷。首先根據研究人員之社會網路，透過電話或電子郵件詢

問各公司聯繫窗口，委請協助向有意願的人員解釋研究內容和施行程序，待其同意後便

將編號完成之問卷轉交至主管或部屬。填答者為主管者，需同時填答自戀量表和部屬創

造力量表；填答者為部屬時，則需填答個人探知動機和幽默領導量表。之後，主管和部

屬各自將填妥的問卷交給聯繫窗口，之後再轉交給研究人員。最後有效問卷為來自於十

家公司之 205 份有效配對樣本。在部屬樣本方面，55.6％為女性、具大學學歷者佔全體

70.7％，其次為專科學歷（佔全體 12.2%）、71.2%未婚，平均年齡為 30.83 歲（SD=9.11），

在公司服務的平均年齡為 63.21個月（SD=73.4），而和直屬主管共事的平均時間為 40.32

個月（SD=53.14）。在主管樣本方面（n=82），女性主管佔全體比例為 50.2％、70.7％

具有大學學歷、已婚者佔全體 60.5％、在公司平均服務年資為 12.35年（SD=9.14）。 

3.2 變數衡量 

 創造力：採用 Zhou and George (2001) 的創造力量表（共 13題），由主管評估其部

屬的創造力，衡量例題如：「部屬會提出新的方法以達成目標」、「部屬是良好創意構想的

來源」。該量表 Cronbach’s α係數為.92，屬於高信度範圍(Hinton, McMurray, & Brownlow, 

2014)。 

 自戀：採用 Ames, Rose, and Anderson (2006)發展的自戀人格量表短題版(NPI-16)，

此量表由十六個強迫選擇的相對問句所組成，由主管自評。本研究將符合自戀人格的正

向描述編碼為 1（如：我真的很喜歡成為被關注的中心），另一相反敘述則編碼為 0（如：

成為關注的中心讓我覺得不舒服），之後再加總受試者勾選之正面題項即得自戀量表總

分。由於自戀量表為強迫選擇題項，故以庫李信度(Kuder-Richardson reliability)估計其信

度。分析結果顯示，自戀量表 KR 係數為.60，落於 Hinton et al. (2014)建議之可接受範

圍。 

探知動機：學者多以個人需求結構（personal need for structure）衡量探知動機，本

研究採用 Neuberg and Newsom (1993)版本，該量表共有 12題，衡量的例題如：「進入一

個我無法預料的情境使我心煩意亂」、「我喜歡擁有一個清楚且有結構的生活模式」，由

部屬自評。需求結構總分越低表示受試者在進行判斷時傾向於搜尋和整合新訊息，亦即

具有較高的高探知動機；相對的，得分越高表示個人傾向維持簡單的結構，亦即低探知

動機。為方便讀者理解，本研究將個人需求結構總分反向計分，分數越高表示個人探知

動機越強。（Cronbach’s α=.74） 

幽默：採用 Avolio et al. (1999)的幽默量表（5題），本研究請部屬評估直屬主管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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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領導的程度，衡量例題如：「我的主管喜歡用逗趣的故事來平息衝突」、「我的主管總

是善用智慧來化敵為友」。（Cronbach’s α=.90） 

控制變項：沿襲過去創造力和領導有關的文獻（Liu, Liao, & Loi, 2012），本研究控

制部屬的經驗開放性(Schmit, Kihm, & Robie, 2000)、年齡，以及主管和部屬的互動年資。

再者，有學者將經驗開放性視為探知動機的成分之一，且會對個人創造力產生影響，Wu 

et al.(2014)認為控制經驗開放性的效果後，將更能觀察探知動機對部屬創造力的增加效

度（incremental validity）。 

肆、分析結果 

4.1 相關分析 

各變數之平均數、標準差、相關係數與內部一致信度係數如表 1所示。從相關係數

來看，主要變項間之關係均符合本文的期待，例如主管自戀（r = .43, p<.01）及部屬探

知動機（r = .13, p = .058）均和部屬創造力有正向關係；主管幽默和部屬探知動機有正

向關係（r = .20, p<.01）。在控制變項方面，則有部屬和主管的共事時間（r = .16, p<.05）

和經驗開放性與部屬創造力有正向關係（r = .22, p<.01），故在後續假設考驗分析中將其

控制。 

表 2  研究變項之平均值、標準差與相關分析表 

構面 M SD 1 2 3 4 5 6 7 8 

1.部屬教育程度 2.76 .73 -               

2.部屬年齡(月) 30.83 9.11 -.23** -             

3.與主管共事時間（月） 40.32 53.14 -.30** .49** -           

4.經驗開放 3.51 .53 -.06 .01 .09 (.67)         

5.自戀（主管評） 5.88 2.56 -.12 .08 -.01 .09 (.60)       

6.探知動機（部屬評） 3.50 .46 -.13 .07 .05 .15* -.03 (.74)      

7.幽默（部屬評） 3.43 .81 -.10 .04 .07 .17* -.05 .20** (.90)    

8.部屬創造力（部屬評） 3.54 .58 -.06 .12 .16* .22** .43** -.13† .10 (.92)  

註：n = 205 

†p <.10，*p<.05，**p<.01，括號內為信度分析。 

4.2 假說考驗 

首先，在直接效果方面（H1、H2），表 2模型 6顯示，領導者自戀對部屬創造力有

正向影響（β = .42, p< .01），模型 7則顯示領導者自戀之平方項則對部屬創造力有顯著

負向影響（β = -.13, p< .05），因此假說 1和假說 2獲得支持，其曲線關係圖繪製如圖 1

所示。根據圖 1，部屬創造力會隨著領導者的自戀程度而向上提升，但領導者自戀程度

超過一定界限後，部屬的創造力則會開始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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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中介效果方面（H3），根據 Baron 與 Kenny (1986)建議，中介效果應符合

三項條件：首先，自變項（領導者自戀平方項）對依變項（部屬創造力）有顯著預測效

果，這在 H1已獲得支持。第二，自變項（領導者自戀平方項）對中介變項（探知動機）

有顯著預測效果。從表 2模型 3可知，領導者自戀之平方項對部屬探知動機有顯著影響

（β = -.18, p< .05），此一條件也獲得支持。最後，將自變項與中 

介變項同時加入迴歸模型，中介變項預測效果呈顯著，而自變項的預測效果會下降

或消失。由表 2模型 8可知，同時將領導者自戀平方項和探知動機放進迴歸模型，領導

者自戀平方項對部屬創造力的預測力由原本的-.13 降至-.16，探知動機的效果則維持顯

著（β = -.19, p< .01），符合第三個條件，表示探知動機在領導者自戀平方項和部屬創造

力之間扮演了部分中介角色。為再一步確認中介因子的存在，接著進行 Sobel (1982)檢

定，結果顯示探知動機的間接效果（indirect effect）為顯著（Z＝1.65, p=.09）。Bootstrapping

分析結果也顯示 95%之信賴區間並未包含 0（.0001~.0051），表示曲線中介效果存在，假

設 3獲得支持。 

最後，在調節效果方面（H4），表 2 模型 4 顯示，領導者自戀之平方項與幽默之交

互作用項對探知動機有顯著影響（β = -.16, p = .07），交互作用圖如圖 1 所示。為瞭解其

調節方式，本研究再區分領導者幽默之得分為高（平均數+1SD）、低（平均數－1SD）

兩組，進行簡單協率檢驗（Cohen，Cohen，Aiken，＆ West，2003），並繪製如圖 2 所

示之交互作用圖。分析結果顯示，高領導者幽默之簡單回歸斜率（β = -.19, SE = .001, t = 

1.96, p =.051）、中度領導者幽默之簡單回歸斜率（β = -.17, SE = .004, t = 1.96, p =.051），

以及低度領導者幽默之簡單回歸斜率（β = -.22, SE = .004, t = 1.96, p =.051）均達顯著水

準。 

表 2  迴歸分析結果 

變項 
依變項：探知動機 依變項：部屬創造力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Model 4 Model 5 Mode 6 Model 7 Model 8 

與領導者共事時間（月） .04 .01 .01 .00 .14* .15* .13* .13* 

經驗開放 .15* .15* .15 .13 .21** .17** .17** .20** 

自戀（領導者自評）  -.04 -.03 -.02  .42** .42** .42** 

自戀（領導者自評）2   -.18* -.17*   -.13* -.16* 

探知動機        -.19** 

幽默    .25**     

自戀*幽默    -.02     

自戀 2*幽默    -.16†     

R2 .03 .03 .06 .10 .07 .24 .26 .29 

△R2 .03 .00 .03 .04 .07 .17 .02 .03 

F 2.55† 1.80 2.98* 2.93** 7.63** 21.58** 17.52** 16.46** 

註：n = 205 

†p <.10，*p<.05，**p<.01，括號內為信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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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領導者自戀與部屬創造力之曲線關係 

 

圖 2  領導者自戀與員工探知動機之曲線關係 

伍、討論 

本文探討領導者自戀和部屬創造力之曲線關係，以及探知動機之中介角色和幽默領

導之調節角色。研究發現，領導者自戀與其部屬創造力為倒 U型曲線關係，且部屬的探

知動機中介此一曲線關係。更有趣的是，幽默領導調節了領導者自戀和部屬探知動機間

的曲線關係，亦即在高幽默領導的條件下，領導者自戀和部屬探知動機間之曲線關係明

顯高於知覺到低幽默領導的部屬。理論和實務意涵分別討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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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理論意涵 

本研究積極回應學者呼籲，從負面角度探討領導者特質對部屬創造力的影響

（Anderson, Potocnik, & Zhou, 2014; Liu et al., 2012），研究結果應在創造力和領導研究的

文獻脈絡下都有其獨特貢獻。 

5.1.1 對創造力研究文獻的貢獻 

首先，在創造力的文獻脈絡下，本研究結果豐富了吾人從負面角度理解領導者特質

對部屬創造力的理解。學者們長期以來依循社會互動取向的主張，探討促進和抑制部屬

創造力的工作環境因素；然而，文獻多從正面觀點切入，僅有少數聚焦在負面環境因素

（如壓力、衝突、不當督導、負面情緒）對創造力的影響(Anderson et al., 2014)。誠如

Anderson et al. (2014)的建議，綜合正負向觀點之組織創造力研究，將更能完整瞭解工作

環境因素對員工創造力的影響。 

第二，研究發現領導者自戀對部屬創造力的正向效果，顯示領導者自戀在一定程度

內有助於部屬創造力。可能的原因是自戀的領導者通常也是創意挑戰者（Maccoby, 2003），

且在魅力領導和型塑願景的能力都較強(Galvin et al., 2010; Wallace & Baumeister, 2002)，

因此易於刺激部屬在工作中提出新穎和有用的觀點。 

第三，領導者自戀和部屬創造力呈現曲線效果，顯示一旦領導者自戀超過一定程度，

部屬的創造力反而會呈現下降之勢。Goncalo et al. (2010)和 Grijalva et al. (2015)也主張自

戀的非線性效果，但他們探討的依變項並非部屬的創造力。本研究認為，領導者自戀超

過一定程度時，或許表示他們開始展現一些顯而易見的病態特質，例如，變成企圖心更

強烈的創意挑戰者，以及由原本的願景、觀點的說服轉變為強迫部屬依照領導者預設的

目標前進。此時領導者和部屬的關係將會處於緊張狀態，因而不利於部屬的創造力。 

最後，本研究還發現探知動機中介了領導者自戀和部屬創造力的曲線關係。當領導

者自戀超過一定程度，會展現許多顯而易見的陰暗面特徵，部屬會將其解讀為領導者不

鼓勵部屬專注於資訊的蒐集、處理和分析，部屬僅需在領導者預設的框架中完成任務即

可，這會更弱化部屬的探知動機，進而抑制部屬的創造力。不過，在探知動機和員工創

造力的關係上，本研究沿襲大多數學者主張（Bechtoldt, De Dreu, Nijstad, & Choi, 2010; 

Chirumbolo, Livi, Mannetti, Pierro, & Kruglanski, 2004; Dollinger, 2003; van Kleef et al., 2010；

Wu et al., 2014），認為員工探知動機對員工創造力有正面影響，但本研究卻發現探知動

機對創造力有低度的負向影響（β = -.19, p<.05）。這可從 Rietzschel, De Dreu, & Nijstad 

(2007)的觀點加以解釋。他們認為，探知動機有時對創造力而言是種資本，但有時反而

也是阻礙。當個人面對的是一個定義模糊、無結構性的問題，高探知動機的個體不見得

能從此問題中產生新穎和有用的點子。例如，Rietzschel, Nijstad, & Stroebe (2007)研究便

發現，高閉鎖需求（即低探知動機）的人，雖然在思考上不具彈性，但因為他們相當聚

焦在某些議題上，因此較能夠提出更多的點子；由於創造力是從量變產生質變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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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閉鎖需求的人也比低閉鎖需求的人，提出更多原創的點子。換言之，高探知動機有時

反而不利於個人的創造力。另一個可能的原因和文化差異有關。華人社會知識的學習多

重視外在動機而忽略內在動機，認為知識來自於權威的傳授而忽略意義的主動建構（吳

靜吉，2002）。換言之，個人面對創新任務時，較習慣的思考模式或許還是框架內思考問

題。 

5.1.2 對領導研究文獻的貢獻 

在領導研究的文獻脈絡下，Grijalva et al. (2015)的統合分析結果雖顯示自戀的領導

者和組織績效呈現曲線關係，但他們的研究仍缺乏部屬創造力的直接證據，研究應對此

知識領域有所貢獻。本研究發現，領導者的幽默程度調節了領導者自戀與部屬探知動機

的關係。在高幽默領導情境中，領導者自戀對部屬創造力的影響高於感受到低度幽默領

導的部屬。這是因為部屬會解讀領導者組織鼓勵部屬投入於深度資訊處理的歷程，因而

對個人探知動機產生影響。一旦部屬感受領導者更高程度的自戀，部屬將會將從負面角

度解讀領導者各項領導行為，例如將領導者的幽默解讀為嘲笑或諷刺，這會降低部屬致

力深度細究資訊的動機，個人的探知動機將會隨之降低。 

5.2 實務意涵 

 建議組織在結構設計上，可安排或培養適度自戀的領導人擔任管理職位，因其善於

刺激部屬思考，且能發揮魅力型領導和激勵他人的功能。面對領導者過度自戀的情形，

Stein (2013)指出，在整體經濟環境良好且組織完善運作的前提下，部屬會依舊會將領導

者的缺點視為優點，並將所有榮耀歸於領導者；但是，一旦環境和組織低迷，過度自戀

的領導者在組織中的地位，以及和部屬的關係不僅受到考驗，自戀領導者更可能做出許

多錯誤的決策，因而將組織帶入更危險的情境。建議組織平時即應提供領導者適合的人

際技能訓練（如：幽默或同理心）；或者，例行性地從部屬的角度瞭解領導者的領導行

為，以有效減緩因領導者過度自戀所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 

5.3 研究限制與未來建議 

 自戀是一個相當複雜且多面向的人格特質，本研究顧及受試者填答方便，故選用自

戀人格量表短題版(Ames et al., 2003)。或許因為該量表為強迫選擇的題項，致使信度係

數未臻理想，建議未來研究可選用以 Likert量尺計分的自戀量表（如：Jones & Paulhus, 

2014），以提高研究工具的信度。再者，如同本文先前所說明的，探知動機和創造力的關

係仍值得進一步探究，兩者之間或許存在著重要的調節變項如任務特質、文化差異。最

後，本研究聚焦於領導者的陰暗面特質如何對員工創造力產生影響，並未考量員工本身

的陰暗面特質。Goncalo et al.(2010)指出，若團體中有一個以上的自戀者時，這些自戀者

通常會在提出新觀點，或問題解決的方法與其互動和對話；換言之，當兩位自戀者產生

競爭型對話時，反而會促進整體的創造力。建議未來研究也可探究自戀領導者與自戀部

屬之互動關係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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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今日組織領導者相當善於表現自我，亦即展現某種程度的自戀。吾人多將焦點集中

在領導人身上，卻忽略了他們還需鼓勵和培育組織最重要的人力資本：部屬創造力。本

研究藉由成語「過猶不及」的典故，說明領導人展現極端自戀抑或過於畏縮的特質，都

不利於員工的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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